
 法学园地 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    2014年（第16卷）  第3期         
Journal of UESTC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Jun.2014,Vol.16,No.3 

83.

德国破产刑法历史之考察 

□行  江   
[安徽大学  合肥  230601] 

 
[摘  要]  德国破产罪行规定最早产生于16世纪中期。17世纪和18世纪判例中体现的欺诈破产与简

单破产的不同，最终在1794年《普鲁士国家的普通邦法》中得到确认。1851年的《普鲁士刑法典》第一

次在刑法典中规定了破产罪行，从而在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1877年德国《破产法》中破产罪行规定，

直接把1871年《帝国刑法典》中相应内容移换到其中。1976年第一次经济犯罪对策法改革之后，又将破

产罪行规定在刑法典中。此后破产罪行一直规定在刑法典中。1999年《破产法施行法》对破产罪行的修

改，奠定了现行破产刑法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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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雏形：19世纪之前的德国破产刑法 

从现有资料来看，公元前时期的罗马法，从陷

于财产减少的债务人处，转移债权人的剩余财产已

经变得可能，但是刑事责任被忽视。罗马后期的凯

撒时期，导致破产的债务人的刑事责任的免除被拒

绝。但刑事处罚一般只是有关的欺诈犯罪[1]246。日

耳曼时期，民事或者刑事的破产规则是没有多少亮

点的。没有产生商业结构，也没有形成这种必不可

少的法令[2]22f。 
中世纪早期，通过破产损害债权人，不受责任

问题的影响而应该受到惩罚[3]22ff。中世纪后期意大

利北部不断扩大的贸易交往，导致破产民事责任和

刑事责任之间的区别不可避免[4]55。因此人们把债务

人的支付不能和如此的犯罪行为相区分，后者是力

图在有待法院审理的破产程序中抽逃债权人的资 
产[2]29。 

德国法中破产罪行作为财产罪行，第一次在

1532年《卡洛林那法典》中被确认，随后1548年和

1577年的《帝国警察法》也有规定。以前破产是类

似侵犯财产权的侵夺财产，破产法保护债权人委托

交给债务人的财物，即从债务人处取得所有权的追

及权[2]32。1548年和1577年的《帝国警察法》，成为

促成破产有罪的特别法[5]23。相比高度商业化的意大

利城市法作为典范[3]29。1340年的维也纳城市法已经

处罚简单的破产行为，尤其是非经济的消费债务人

自己的财产[6]55ff。而普通破产与欺诈破产之间有着

众多不同，常见的是前者——依赖侵吞委托财务的

想法——贷款融资交易的失败，在这方面，来自繁

荣贸易的信贷刑法保护需求增加[6]33ff。破产刑法新

的法律技术的辅助工具是诸如此类的推定：停止支

付即为欺诈，当有债务人的逃逸和被确认的缺少的

账簿即被推定为欺诈[6]35f。 
17和18世纪欺诈破产和简单破产之间行为的不

同在判例法中出现，1794年《普鲁士国家的普通邦

法》达到高峰[7]。其第36章第1452条至第1487，存

在不同的破产犯罪类型，从负债程度以及以后，可

处罚行为是否开始于金融困境或者通过它导致了支

付不能，这些存在不同[5]23。1794年《普鲁士国家的

普通邦法》，除了简单的破产和欺诈破产，已有优待

债权人、债务人过度消耗的“故意”破产、“冒失和

无把握活动”之失误的“不审慎的”破产等类型。

反之对于“蓄意的”破产，决定意思的是，“没有极

大可能性希望，能够使他的债权人满意”时，是否

消耗导致停止支付或债务人把时间点向前推移。作

为普通邦法的第四种类型，即疏忽大意的破产，已

经在被规定在其中[1]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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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期作为行为人的债务人，在商人和其他人

之间没有什么区别。对于适用，占主流的实践是，

当出现法律结果时有更高的处罚。即处10年以下的

自由刑或者特别严重情形下的无期徒刑[3]31f。 

二、发展：19世纪的破产刑事立法 

以1804年的《法国商法典》为模范，1851年《普

鲁士刑法典》的破产罪行有了根本的改变[3]32f。《普

鲁士国家的普通邦法》的严厉结果被接受。构成要

件方面也随之出现根本的改变。支付不能时期，债

务人违背职责的单个行为被处罚，其理由是导致权

利满足的侵害或危险。支付停止，在德国的地方法

作为处罚理由已经得到认同，同时客观处罚条件与

罪责相独立[8]59。 
1851年《普鲁士刑法典》另一个变化是适宜的

行为人范围。在《普鲁士刑法典》公布之前，对于

商人是否作为构成要件除外，对于非商人作为行为

人是否应该在考虑之内，存在激烈的争论。图林根

（Thüringen）和巴登（Baden）的法典仅把商人作

为可适宜的行为人。相反，非商人仅仅遭受普通的

欺诈处罚。商人的具体功能被视为区别的理由。人

们提出的理由是，商人贷款的滥用，国家繁荣很容

易受到危害。和非商人相比，作为公众人物的商人

得到特殊的信任，同样有对这些信任更高的注意

义务[9]56。 
与此相对，巴伐利亚（Bayern），不伦瑞克

（Braunschweig），奥尔登堡（Oldenburg）和符腾堡

（Württemberg）都拒绝这样的区分。不予区分的原

因是，不仅仅是商人，别的具体的人，尤其是物品

所有人，需要贷款，债权人和非商人必须被保护。

债务人非法在于，使适度的信任失望，侵害了第三

人的权利。此种情况也符合非商人。行为人范围的

限制也是没有理由的[9]57。 
最终1851年《普鲁士刑法典》第259条和第261条

规定，适宜作为犯罪嫌疑人之商人的范围被限制[10]。

行为人的范围是，“贸易人，船主和工厂所有人”。

同时，1804年的《法国民法典》的体系在19世纪被

接受：在轻率、简单和欺诈破产以及更多的形式和

程度上有着不同。欺诈破产是，贸易人、船主和工

厂所有人，已经停止支付，转移或隐瞒破产财团，

承认或设立虚构的债务或合法交易以及账簿。简单

的破产是，“来自最近的资产负债表的财产不能满足

一半的债务”，过度地挥霍的犯罪，赌博等，以及账

簿犯罪和接受债务并低于价值出售物品或者有价

证劵[1]247。 
1871年的《帝国刑法典》基本沿袭了《普鲁士

刑法典》的破产犯罪设计[8]59。1877年2月10日制定

了《破产法》，1879年10月1日生效。1877年《破产

法》中的破产犯罪处罚规定是把1871年《帝国刑法

典》中的相应内容移换到这部破产法中。1877年《破

产法》中对犯罪构成行为——也许基于德国经济繁

荣年代的经验——实施了加重的处罚[11]。犯罪人范

围限制被取消。债务人的规定进一步被扩大，即债

务人已经停止支付，或者针对该财产的破产手续已

经开始。[12]13同时，占主流地位的观点是，有破产

罪行意向的有限公司单独情形的限缩，是不合理的。

这个时期原则上每个债务人都可能是行为人[13]11。 
与1898年《德国民法典》制定相联系，修改的

1898年《破产法》完善了1877年《破产法》第239
条及以下条的刑法规定，并自1900年起施行。股份

公司的董事会等法人机构也被明文规定，包括在受

处罚性的行为主体之中[2]37。正如其他受法国法影响

的法规中规定的那样，欺诈破产和普通破产的基本

区分也保留在了德意志刑法典中。财产的隐匿、湮

灭等伪装债务的负担相当于欺诈破产；由射幸行为

造成的债务负担、由破产手续开始迟延目的下的倾

销贸易等相当于单纯破产。不履行商业账簿制作义

务、涂改账簿等相当于二者的构成要件的行为，以

有无对债权人的加害目的进行区别。优待债权人的

具体行为的构成要件被充实。当然以实施能力的原

因强迫法院，对于使债权人亏损的目的，有《破产

法》第239条中的故意就足够可以了[6]169，一个真正

的损害目的几乎是不可能有据可查的，抛开证据困

难不说，损害目的也很少能够存在：债务人的资产

价值转移或者账簿伪造，主要目的是自己发横财，

并不是侵害债权人[1]248。 
对于《破产法》第239条及以下条的破产刑法理

论的主要批判是——抛开破产法或刑法内在规则的

问题——自从普鲁士上级法院支持的解释以来，占

主流的观点是，停止支付，破产宣告和因缺少客观

的财产而破产宣告被驳回时，存在独立于罪责的、

不法行为构成要件之外的可罚性标志，即客观处罚

条件[14]。早期的基于实践能力原因的法院判决，和

在所谓的形式行为的一致体系中发现的结构，强迫

通过符合宪法的有保障的责任刑法来解释破产行

为，也即通过引入债权人情形恶化的这一未明确的

标志，从经济危险的行为方式对破产行为进行限 
制[15]231。破产行为和希望破产之间没有因果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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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判决[16]186，在德国资料中大多数被无异议地接

受[15]。与占主流地位的观点相左的观点，停止支付

的破产行为一时被效仿，可能掩饰了这观点，即最

初的破产行为对于破产因果关系仅仅有作为推定或

标志的意义。占主流地位的观点无疑绝对是正确的，

在已经开始和宣告破产，责任财产的降低是应该受

到处罚的[1]248。 
对于如何限制破产罪行的范围，一直是理论界

探讨的问题。部分学者认为，从经济危险的行为方

式限制破产行为的中心问题，和《破产法》第239
条、第240条系列中的责任刑法保护的实现，最终都

要通过解释来解决。可是刑法改革运动者视这些解

释性的解决为不明确，以刑法原则与法条的一致性

为追求目标。如富有商人的过分浪费（《破产法》第

240条第1款第1项），相异于以后的经济崩溃，是应

给予受到处罚的行为方式，此种规范被寻找和讨论。

1972年刑法典施行法的草案中要求，在维持客观性

处罚条件的基础上，以新的构成要件要素的方式，

明文规定把债权人的满足作为具体意义上的危险化

的内容 ，但由于这样立证的困难性就会成为大幅阻

碍刑法的经济内容方面的机动灵活性的因素，因此

没有被采纳。经济犯罪对抗专家委员会，试图调整

历史的、著名的规则模式以适应外来资金经营，以

适应借款特征，同样多数被拒绝。Klaus Tiedemanns
教授借鉴外国刑法，建议草率地引起破产应该设置

刑罚。针对危险性低的行为，不要求客观性的处罚

条件，取而代之的是，违反合理性经济秩序的债务

人的行为作为结果，把债务人的支付停止和招致破

产状态内容的本身作为处罚依据。这是把债务人的

破产状态当做法律上受保护利益的结果，与之相对

应，作为结果犯罪来规定破产犯罪的一种尝试。但

是都被拒绝[17]。为了代替了上述内容，经济犯罪对

抗专家委员会推荐，对于如此的破产行为，作为不

公平的中立行为，可引进公司的经济危机作为附加

的要求[1]249。 

三、完善：现代破产刑事立法 

1976年7月29日结束的第一次经济犯罪对策法，

于1976年9月1日开始生效。立法者采纳了专家委员

会的建议，基于破产法的刑罚规则与责任刑法的协

调的思考[4]59，发挥刑法构成要件的一般预防作用，

在1879年10月1日生效的破产法中被分离到了刑法

典，在刑法典的框架内重新规定破产刑法，同时刑

法典第291条的暴利罪被重新规定。 

虽然也有废除客观处罚条件的声音，但是立法

者还是认为，客观处罚条件的实现，对合法中立的

行为是重大的过失提出了合理的根据[18]1065。同时还

基于以下的思考：第一，即使是处于危机性状况下

的企业，再建的可能性仍然被存留着，在破产手续

开始前就开始刑事程序的话，可能会更进一步加速

企业的经营困境。第二，在危机性状况下即使破产

犯罪已经进行了，在渡过危机的情形下（客观处罚

条件没有实现的情形）可以认为当罚性减少。第三，

客观处罚条件的存在，据说也有实行行为阶段的“危

险性状况”的证明从而变得简单了[19]。 
之前法律裁判已经通过解释，从经济危险行为

方式限制行为，立法者同样也想修改相应的法律条

文。立法者将破产罪行分为两种行为类型：一是无

论在何种情况下发生都会引起法律利益遭受侵害的

具有普遍的、抽象的危险性特征的行为类型；二是

原本既不合法亦不违法，但在特定条件下会具有经

济方面危险性特征的行为类型。对这二者明确地严

加区分。针对前者的行为类型，不管在怎样的状况

下进行那种行为都是当罚性质的，与此相对的，针

对后者的行为类型，“陷入债务超出，或者迫近无能

力支付，再或者已经陷入无能力支付的情形”，也就

是说只限于经济性的“危险性状况”下进行该行为

的情况，这种行为被评价为损害债权人经济利益的

包含具体性危险的行为，当罚性受到承认。根据这

一点，在平常时候所进行的情形下，即使针对其不

法性未必清楚的行为类型也要求在“危险性状况”

下进行，在执行过程中可以承认当罚性的法律利益

损害性，如此谋求与责任主体之间的调和就变得可

能。此外，立法者只规定第283条b簿记义务违反罪

是前者的类型，也就是说，在任何情况下都应作为

具有抽象性的危险性的行为加以区别。在此基础上，

把后者的类型，也就是通过“危险性状况”获得当

罚性的类型当做破产犯罪的原则性形态[1]249。理论上

持续的、广泛的有争议的问题是，对于负债过多的

测定，公司危机的意义和危机与破产行为之间必须

的因果关系[1]249。 
通过1976年改革刑法，设立了第283条第1款第8

项的总条款，第8项被作为有利于实践的收容构成要

件被设计。立法者想要有新的发展，把来自破产环

境的非类型性的社会有害的行为方式刑事考虑进

去。由于不确定的法律概念和一般的刑事教义思考

方式，并不是完全不成问题的。同时，在一定范围

内过失责任被全面的规范化[1]250。基于债权人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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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之证据收集的困难，债权人损害目的之标志被

抛弃。与此同时，不再区分欺诈破产罪和单纯破产

罪的差别。上述规定都减轻了立证负担，使刑事起

诉能够机动灵活地进行 。 
通过第一次经济犯罪对策法，破产罪行重新被

设置在刑法典中，通过1994年10月5日《破产法施行

法》，结合1998年12日19日《破产法施行法和其他法

的修改法》，使破产罪行与破产法相适应[20]2564。从

1978年破产法委员会被任命开始，到1994年10月18
日[21]2867《破产法》和《破产法施行法》[21]2911的宣

告，见证了它的结束，这些立法行为走过了漫长的

改革之路。改革之首是急需改变无期限的境况，四

分之三的破产案件经过多年因为缺少财产而被驳回

破产申请，和公开的和解程序的支付变得毫无意思[22]。 
通过1999年1月1日《破产施行法》第60条第1

项，在刑法典中重新命名了第24章破产罪行以及分

别在第283条第1款第1项、第6项和第283条d第1款、

第4款进行了语言的统一。因为从1999年1月1日新破

产法生效，《破产法》、《和解法》和《总体执行法》

通过统一的程序被代替。 
在这些改革中，破产刑法很大程度被保留而没

有变动。破产法施行法第6条规定，破产刑法中从283
条到第283条d只是改名。通过简化破产程序的开始

要件，刑法典第283条第6款的客观刑事处罚条件能

够很快被实现，与此有关的，带有刑事责任提前的

危险[20]2561。破产法第17条及以下的破产理由的进一

步法律定义被担心。今天的破产程序宣告较之原来

的程序快、容易，这普遍被觉察[23]。由此产生了过

去刑法的加重[24]。此外，对于债务人负有责任的是

财力的丧失，通过按照和解法第1条，法院的和解程

序的提议，避免破产。破产法第17条第2款支付不能

的扩大概念和破产法第18条濒临支付不能的破产理

由的开始，对此有很大的影响。刑法典第283条第6
款的客观处罚条件的内容应该有新的确定[1]238。 

2001年10月26日《破产法和其他法修改法》[21]2710

和2007年4月21日《破产程序简化法》[21]509，在破产

法领域带来了巨大的改变，在此期间破产法明显形

成的漏洞被消除。核心刑法虽然由此没有被——至

少不是直接——影响。然而上述的国家破产刑法的

修改所受到的间接影响不应被低估，民事破产法的

意思对于破产刑法的学说和理解——尤其关于法益

的确定——必须被赋予[18]1065。 
相比于外国的公司形式及有限公司，为了提高

德国有限责任公司的吸引力，防止有限责任公司权

利的滥用，立法者制定《有限责任公司法现代化及

防止滥用法》，2008年11月1日开始生效。这次修改

扩展了《有限责任公司法》第64条第2款的“禁止支

付”的范围。按照新法的规定，业务执行人不仅在

公司支付不能情况之后或在确定资不抵债之后向公

司承担赔偿责任，而且如果业务执行人向股东给付

款项并由此导致公司出现支付不能的情况，业务执

行人应向公司承担赔偿责任，除非该业务执行人在

尽到符合正派商人应尽的注意义务的条件下仍不能

预见到[25]。同时，也扩大了经理的禁止订购，尤其

是危机中的滥用被积极预防，包括有限责任公司在

内的破产罪行的使用范围也被规定[26]。 
《有限责任公司法现代化及防止滥用法》解释

了破产法的规定——《破产法》第15条a破产申请的

义务：不仅设计有限责任公司特有的改革，而且扩

大了公司形式的使用范围，因此不承担责任的股东

是自然人。在公司缺失经营管理人员时，股东有义

务在支付不能和资不抵债情况下提出破产申请。如

果公司不再有业务执行人，则每一名股东都有义务

代替公司业务执行人向法院提交破产申请，除非股

东们不知道破产原因或公司缺失经营管理人员这一

事实，这些新规定能有效防止公司业务执行人“潜

水”而逃避破产申请义务，及时更好地保护公司债

权人的合法权益[25]。 
旧的《有限责任法》第6条第2款规定，当公司

管理者违反《德国刑法典》第283至283条d条各项规

定被判有罪时，在判决生效5年内不再担任公司管理

人。新法至此基础上增加了对于担任公司管理者的

限制，主要是管理者因为违反经济刑法被判有罪的

情况，包括在拖延破产、提供虚假信息、错误陈述

以及因违反《德国刑法典》第263条第264条a以及第

265b至第266条a而被判处超过一年自由刑罚的情况

下不得担任公司管理者。上述规定不仅包括违反德

国刑法相关规定，也包括违反外国刑法类似规定而

被判有罪[27]。 

四、结束语：德国立法的影响及借鉴 

早期的德国破产法规范受到罗马法的影响。资

产阶级革命时期，也受到法国破产法的影响。德国

破产法在受到其他法影响，不断完善自己法的同时，

也影响了其他国家的法律。德国1877年《破产法》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一直被视为“最杰出的德国司法

制度法律”，曾被誉为德国司法制度法律中的“明

珠”，匈牙利、荷兰、奥地利、阿根廷和日本在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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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产法时均将其当做蓝本加以借鉴[28]。日本1922年
《破产法》就是在借鉴德国1877年《破产法》的基

础上制定的。德国1877年《破产法》中的破产犯罪

处罚规定是把1871年《帝国刑法典》中的相应内容

移换到这部破产法中。而日本1922年《破产法》也

规定了破产犯罪，1880年《刑法典》和1890年《商

法典》中破产犯罪的条文被取消。此种立法模式，

也随后被我国台湾地区的破产犯罪立法所借鉴。不

仅如此，德国破产犯罪立法的罪名设置、刑罚分配

等都影响了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的立法。不仅如此，

德国经济犯罪的基础理论，如空白构成要件的解释

和客观处罚条件等理论，同样也影响了其他国家的

理论和实践。相较于德国完备的破产刑法体系，我

国的破产刑法立法和理论起步则较晚。希望通过考

察德国破产刑法立法沿革，对我国的相关立法有所

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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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History of Bankruptcy Crime in Ger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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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arliest provisions of bankruptcy offence originated in Germany in the 16th Century. In the 

17th and 18th century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fraudulent bankruptcy and simple bankruptcy in case were 
confirmed in the Prussian General Land law in 1794. The bankruptcy offenses were first provided in the Prussian 
Penal Code in 1851 which occupied an important position in Germany history. The bankruptcy crime in the 
Imperial Penal Code of 1871 was receipted completely by The Imperial Bankruptcy Act of 1877. By the First law 
to combat economic crime in 1976, the bankruptcy crimes were reintegrated into the Criminal Code and bankruptcy 
crimes have been specified always in the Criminal Code. Bankruptcy crimes were modified by the Implementation 
of bankruptcy Act in 1999 which was the foundation of the existing bankruptcy cr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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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sk-Averse Behavioral Model of Personalized Product  

Delivery Time under Uncertainty Condition 
 

HU Gui-h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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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studies the effect of the decision maker’s risk-averse behavior on the decision under 

uncertainty condition, uses the prospect theory to model the decision maker’s behavior, and analyzes the decision 
bias between the risk-averse decision maker and the complete rational decision maker. It takes the optimal delivery 
product time of personalized product marketing establishment as an example. Through modeling and analyzing, we 
find that if the marginal loss of the product coming before delivery time is larger than the marginal loss of the 
product coming after delivery time, then the more risk-averse decision maker is, the smaller delivery time he sets is 
than the optimal value of the risk neutral maker; if the marginal loss of the product coming before delivery time is 
equal to the marginal loss of the product coming after delivery time, no matter how risk-averse he is, the delivery 
time he sets is equal to the optimal value of the risk neutral maker; if the marginal loss of the product coming 
before delivery time is smaller than the marginal loss of the product coming after delivery time, then the more 
risk-averse decision maker is, the larger delivery time he sets is than the optimal value of the risk neutral ma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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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esthetic Features and Cultural Functions of Naturalistic Image arts 

 
ZHONG Li-q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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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ifferent classes of artists would present differences in techniques, forms and depth in their works 
even when they all adopt the naturalistic method in artistic creation. Compared with traditional literature, image arts 
have received more aesthetic tolerance in naturalistic field, and movie directors have made more extreme 
explorations than writers. Image arts have explored a new aesthetic field of naturalism with the aid of documentary 
photography, and perform some special cultural functions which are difficult to be fulfilled by other classes of arts 
for human be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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